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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研究：在“反规范”中求“规范”

【作者】张健/周维东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体”研究中，散文研究属于相对薄弱的一支。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在建

构学科规范过程中刻意为散文确立“规范”的做法与散文“反规范”的本质属性存在着内在冲突。当

代散文研究要改变现状，首先需要排除“文体情感”对散文研究的影响，进而在尊重散文“反规范”

性的基础上探索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

【关键词】 散文研究/文体情感/学科规范

    一、学科的“规范”与文体的“反规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体”研究中，散文研究属于相对薄弱的一支，无法与汗牛充栋的小说、

诗歌研究相比，即使相对于正在走“下坡路”的戏剧研究，散文研究似乎也难占上风。现代散文研究

的不兴在客观上与“五四”以来对散文一直缺乏足够重视有关。“五四”时期，尽管“散文小品的成

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但傅斯年在“文学革命”开初就提出：“散文在文学上，没甚

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②之后，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也做出与之类似的表态：“它（指

“抒情散文”——引者注）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

‘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我以为真正文学的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是散

文是不够的。”③建国后，文学界对散文文学地位的态度依旧十分暧昧，1981年在《文艺报》召开的

“散文创作座谈会”上，与会著名作家冰心、夏衍、吴组缃、李健吾等人这样看待散文：“散文比别

的文体样式同人们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它是培养和训练青少年文字能力的有效工具：更像画中的

素描，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须练的基本功，也是从事文字写作活动的基本功。”④现代散文的“尴

尬”在各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已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诗歌、

小说和戏剧都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散文虽不可或缺但多数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文学界对散文的

“轻视”虽不能说压抑了散文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散文研究队伍的壮大、散文研究信心的树立必然起

到消极的作用。 

    客观原因固然值得注意，但就当下而言，检讨当代散文研究自身存在的缺陷更有意义。现代散文

研究由来已久，伴随着现代散文文体的发生，胡适、周作人、郁达夫、鲁迅、朱自清等人关于散文文

体建设的理论和批评，可算是现代散文研究的开端。不过，那时的散文研究侧重点在于文体建设，所

有理论和批评主要针对散文文体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还不存在对散文进行“文学

史”意义的系统研究。“当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是在建国之后。建国后编写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往往根据文体来划分章节，也就在文学研究中划分出“小说研究”、“诗歌研

究”、“戏剧研究”，“散文研究”等不同的学术领域来。“现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方向之

后，在研究范式上改变了以往“散论”的形式，开始从建设“文学史”的角度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和规

范性。但不同于当代其他文体研究，“散文研究”在建构学科规范之初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什么

是散文？这个问题对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研究并不构成挑战，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让所有人都

信服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定义，但这些文体较为明显的外在形式足以使它们外延清晰；

而且，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比较典型的艺术特征，如小说的“人物”、“叙事”，诗歌的“意

象”、“语言”，戏剧中的“冲突”、“结构”，能够保证一个学科方向需要的内在规定性。当代散

文研究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现代散文的形式不具有相对的“规范性”，现代散文艺术也没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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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固定的法则，所以散文研究要树立学科规范就必须纯粹由研究者“主观”完成，这也构成了当代散

文研究的难度。 

    散文文体的特点决定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整体走向。散文史家刘锡庆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散文发

展的回顾与思考》中这样概括当代散文研究的现状：“全部散文研究无非‘范畴论’（回答‘什么是

散文’的问题）、‘特征论’（其‘审美特征’是什么）、‘创作论’（‘怎样写’散文）和‘鉴

赏、批评论’（‘怎样欣赏、评论’散文）。其中‘范畴论’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和基础……”⑤刘先

生的概括反映出当代散文研究的总体思路：首先清理散文的“范畴”（回答“什么是散文”的问

题），而后建构散文研究的学科规范。但是，由于散文是一种缺乏规范的文体，研究者在具体为散文

划定范畴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是散文合理的“范畴”成为一大难题。而在由范畴论、特征论、创

作论和批评论构成的散文研究体系中，如果没有稳定的“范畴论”作为基础，后三者就犹如“空中楼

阁”：没有散文的范畴，何来确切的“特征”而言；没有确切的特征，何来科学的“创作方法”；而

没有确定的散文范畴，散文批评的标准也显然无从建立。 

    散文“范畴论”之所以成为难题，原因在于研究者根本无法在古今中外的散文理论中找到可咨的

参照。中国古代虽然有“诗文天下”的传统，但相对于诗歌在句式、格律探索上的文体自觉，散文没

有基于一种外在形式而确立起某种“文体规范”，因此“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

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⑥而在西方，虽然散文创作十分发达，但为散文整体设定规范的做法更

鲜有发生，所以散文在西方一直不是一种与小说、戏剧和诗歌同等的艺术文体。现代散文的建设者也

试图为散文确定范畴，譬如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二》时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散

文经由我们决定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那么第一个消极的条件，当然是没有韵文的文章。”“散文的

第一消极条件，既是无韵不骈的文字排列，那么自然散文小说，对白戏剧（除诗剧以外的剧本）以及

无韵的散文诗之类，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国文学论里有prose fiction prose poem等名目。可是我

们一般在现代中国平常所用的散文两字，却又不是这么广义的，似乎是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

是戏剧的散文而言。”⑦郁达夫用“排除法”为散文划定的范畴并没有多少研究的可借鉴性，因为

“排除法”无法给予散文研究所需要的确定范畴。周作人的“美文”理论为现代散文文学地位的确立

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将“艺术散文”（即“美文”）从散文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使“美文”成

为文学中一种独立的文体，这也奠定了当代“散文研究”在文学研究内可以作为一个学科方向的基

础。但当我们沿用“美文”理论时，什么样的散文才可称为“美文”？“美文”有没有共通的艺术规

律可循？这依旧没有确定的答案。 

    所以，检讨当代散文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们热衷于为散文设定“规范”的做法应首先得到反

思：散文是否具有“规范”？散文研究为散文设定的“规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合理前提？散文研究

的学科规范是否必须建构在为散文设定“规范”的前提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使研究者

对散文的“规范”如此热衷，仅仅是因为建构学科规范的需要吗？当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方向的

时间并不漫长，要促使其蓬勃发展，需要研究者多关注具体问题，但同时也不可忽略研究者的自我反

思，否则就可能使研究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 

    二、“文体情感”与当代散文研究的“他者” 

    表面上看，当代散文研究热衷于为散文确立“规范”似乎是学科规范必然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深

入这一领域的内部，“文体情感”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文体情感”类似于我们熟悉的“民族

情感”，是建立在一定族群共同体之上的自我维护心理。自当代文学研究内出现以文体划分出的不同

学科方向后，各种文体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受到“文体情感”的影响。比较而言，散文研究受“文体

情感”的影响最为强烈，因为自现代散文诞生以来，文学界对散文的“轻视”言论和看法一直或隐或

显地存在，并波及到散文研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研究者常常表现出对散文文学地位的有意维护，借

用刘锡庆先生的话说：“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⑧ 

    当代散文研究的“文体情感”，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还处于潜在状态，那么在“大散文”

观和“散文文体净化”理论出现之后，表现就十分明显。在很多研究者眼里，“大散文”观和“散文

文体净化”理论相互对立而存在，但如果我们追溯两者出现的动机，它们在维护散文文学地位的立场

上其实异曲同工。“大散文”观由《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提出，他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

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同时他又认为散文需要“大美”：“美是生存的需要，美是

一种情操和境界，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⑨从贾平凹的言论中可见，他所呼吁的“大散文”实际包

含两个层次的涵义：散文范围的“大”和散文审美境界的“大”。但是，“大散文”观提出之际恰逢

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大散文”观的拥趸们就只重视了后者而忽略了前者，

“大散文”观在学界的实质内涵也就缩小为对“大境界”、“大气象”散文的召唤。 

    “大散文”观在传播中内涵的变易很值得注意，它固然受到“大文化散文”成功的刺激，但也不



可忽略研究者因为“文体情感”而对“大散文观”的有意“误读”。现代散文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认

为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在社会效应、受关注程度方面往往不及诗歌、小说和戏剧，因此“大散

文观”呼吁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在某种程度就暗合了研究者要求提高散文地位的内心渴

望，它致使研究者不自觉地完成了对“大散文”观的“误读”。⑩ 

    “散文文体净化”理论是刘锡庆先生针对“大散文”观而提出的对当代散文发展的另一种看法。

在坚持“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必须具备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学院派眼光下，刘先生认为“在当

今（无论中、外）‘大散文’思想风靡文坛的情势下，欲规范散文必须先从清理‘大散文’的散漫、

驳杂入手，高扬文学的大旗是极其必要的。文学的标尺一悬，‘是’‘非’立显，‘真’‘假’立

辨。”(11)从刘先生的言辞中可以看出，“散文文体净化”针对的只是贾平凹“大散文”观中散文范

围的“大”，与“大散文”观追求的散文审美境界之“大”并不冲突。并且，刘先生要求“高扬文学

的大旗”、坚持散文“必备文学审美特征”的看法，与“大散文”观对“大境界”、“大气象”散文

的呼吁还呈呼应之势，两者同样要求散文能够提高文学品质。 

    今天看来，“大散文观”和“散文文体净化”理论都有不切实际的偏颇之处，“大散文”没有让

散文从此变“大”，“散文文体净化”也没有“净化”散文的自由发展，但它们在上世纪90年代能够

引起轩然大波却并非偶然，因为研究界有着提高散文文体地位的共同心声，出现矫枉过正、盲目追捧

的境况就可以理解。 

    “文体情感”的存在，一方面使研究者难以获得平静的研究心态，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不能摆脱

各种外在思维的影响，从而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他者”。当代散文研究热衷于为散文确立

“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外在“他者”的思维束缚。 

    从本质上说，20世纪出现的各种“轻视”散文的言论并不是文体轻视。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

文》里说散文“没有甚高的位置”，时值白话文学的开创期，其言论的主旨是警示“白话文运动”的

同仁：“国语的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已经初见成效的散文，只有创作出成熟的白话小说、诗歌、戏

剧，才算是白话文的真正普及；朱自清对散文的“轻视”其实是一种自谦，他表面说散文不能算“纯

文学”，其实是用文人的自嘲来说明自己开始写散文的原因；建国后《文艺报》散文座谈会对散文是

文学“基本功”的看法是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出发的，向大众普及文学教育，将散文作为文学“入门”

的基本功，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言语修辞却可能导致接受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文体规

范”是“文学价值”的标准，文体规范多，文体价值就大；文体规范少，文体价值就小。这显然不符

合文学评价的规律，文学价值只能由文学作品决定。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我们不可能因为散文的

“规范”少，就忽略了周作人、鲁迅、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柯灵、秦牧、贾平凹、余秋雨等散

文大家的作品价值，就认为散文不及小说、诗歌、戏剧。只要是优秀作品，不管它们是以何种文体形

式而存在，其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由于这种思维在现代影响巨大，散文研究者也就不自觉落

于这种思维的陷阱，在研究中乐于为散文制定规范、划定范畴，最终将研究引入偏狭。 

    另一种影响当代散文研究的“他者”，是文学史编纂者的“现代性”功利思想。20世纪中国文学

史的写作，编纂者大多持有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力图通过文学史来完成对于中国的“现代”想

象。在这种文学史观之下，文学包容“现代”内涵的多少就成为文学评价的标准，文体的文学史地位

也与它们承载“现代”内涵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小说、诗歌和戏剧

因为承载了更多的现代性“宏大主题”，自然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和重视，在文学史叙事中也占据了

重要的篇幅。唯有散文，既在现代失去了传统社会中的“载道”功能，又与现代性“宏大命题”相隔

绝，就不得不面对文学史叙述中的尴尬。现代散文的“立法者”周作人将散文认定为“个人的文学之

尖端”，(12)同时还将之与各种功利思想决然分开：“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

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擎不住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的世界

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

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13)另一位为现代散文的“立法者”郁达夫虽然不否认散文的社会功能，

但他特别强调了散文表现“社会功能”的方式：“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

文的特征之一。”(14)对散文承载“宏大命题”功能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现代散文的文学品

质，但也使散文在“现代性”功利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史叙事中很难占据重要位置。 

    受“现代性”功利思维影响，散文研究者往往不能满足散文徜徉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希望散

文也能承载现代性“宏大主题”，从而提高散文的文体地位。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散文不能承担现代

性“宏大主题”，是因为现代散文文体规范少，文学地位得不到足够承认，因此通过为散文建构规

范，提高散文的文学门槛，就可能使散文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上世纪90年代的“大散文热”就是这

一思维形式的现实反映。 

    三、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性探索 



    散文的“反规范性”使当代散文研究建构学科规范的过程有着超越其他学科方向的难度，但它却

是散文文体魅力的核心，如果散文的形式变得“规范”且一成不变，散文也就成了“八股文”，其文

学生命也就从此枯竭。而且，就20世纪中国散文来说，其所以在文学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

义，也是由于其在“反规范”过程中不断的艺术创新。所以，当代散文研究在建构学科规范的过程

中，应注意到散文“反规范”性的两面性，在为散文确立“规范”遭遇“瓶颈”的境况下，可以根据

20世纪中国散文的具体成就多方探索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 

    散文文体规范少确实造成了很多弊端，譬如创作队伍、创作水平的良莠不齐，使一个时代散文的

艺术价值很难得到集中体现。但是，散文文体规范少也减少了作者参与和表达的壁垒，使散文能够更

广博、更多元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现代散文创作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很多初登文坛作家的试

验文体，又是很多成熟作家“返朴归真”后的文体首选。这种现象在鲁迅、巴金、孙犁、张中行、季

羡林等人晚年的散文创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文体规范少使散文创作常常陷入存在于“文学”与

“非文学”之间的尴尬，但也给予了很多成熟作家更自由的表达空间，成为他们表达生命体验必不可

少的渠道，从而展示出一个作家精神结构的多元性。我们可以通过鲁迅小说与散文创作时的心态对比

来认识这一问题。小说和散文（杂文）是鲁迅一生创作的两种主要文体，但他对待两种文体的态度明

显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鲁迅谈自己创作小说态度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

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可以看出，鲁迅进行小说创

作时会考虑这种写作的社会意义，为了达到这些效果，他甚至不惜使用“曲笔”或故意的“油滑”。

(16)相对于小说写作时的慎严，鲁迅创作散文（杂文）时就显得非常自由，个人性情的一面也自然地

袒露出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7)“我以为如果艺术

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

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

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8)所以，对一个初接触鲁迅作品的读者来

说，小说里的“鲁迅”与散文（杂文）里的“鲁迅”是不同的：小说里的“鲁迅”更纯粹、更统一，

而散文里的“鲁迅”则更复杂、更多元。 

    散文创作的自由性使其更贴近作家的精神主体本身，从而可以成为我们梳理20世纪中国精神时的

重要载体和最佳切入点。不能否认，小说、戏剧和诗歌也能够传达一个作家的精神结构，而且在某种

程度上还更能体现作家精神的丰富性，但通过它们传递出作家的“丰富性”是作家经过理性整理并可

以凝炼化的丰富性，作家精神世界中许多瞬间的、混沌的以及非理性的生命感受则更多在散文里保存

下来。譬如鲁迅的《野草》，其光怪陆离的世界将鲁迅思想复杂、纠缠、多元、矛盾的特点完美地表

达了出来。鲁迅思想的这种特质可以在其小说创作中得到部分体现，但其整体的形态却只能在散文里

才可能自由地流淌出来。再者，散文文体规范少使其拥有最为庞大的创作队伍，因此在共时结构中能

够更多元、更广博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这两方面优势，使散文在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

神史的维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再者，散文在“反规范”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文体“创新”，也是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独特魅

力所在。在各种现代文体中，文体内部“创新”最多的当数散文。从20年代的“小品”到30年代的

“杂文”，再到40年代的“报告文学”、“特写”，直到今天的“大散文”，散文伴随时代发展不断

有文体内的新形式出现，这是其他文体所不可匹及的。散文发展这种规律对散文研究很有启示意义：

当我们觉得散文艺术没有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时，我们是否注意到散文发展的独特性。小说、诗歌和

戏剧虽然也会出现“文体”变革，但它们艺术的革新主要来自文体规范内部的突破。譬如诗歌，只要

语言、意象任何一样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诗歌艺术就会发生一场革命；再如小说，只要小说叙事的重

心、方式、视角等任何一样发生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变化，小说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而散文艺术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来自文体革新，从小品文到杂文，再到报告文学、杨朔体、大散文；从周作人到

鲁迅，再到沈从文、柯灵、杨朔和余秋雨，我们可以看到散文艺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一种新体式出

现作为标志。所以，就建构学科规范而言，小说研究可以通过“典型”、“叙事”，诗歌研究可以通

过“语言”、“意象”，那么散文研究完全可以尝试通过“文体”来建构起自己的学科系统和学科规

范。 

    应当说，散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意义还不止这些，但仅仅通过这些，当代散文研究已

经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不失为改变学界对散文看法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当代散文研究

遭遇“瓶颈”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反其道而行之，挖掘“反规范性”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中

的积极意义，并将之理性化和系统化，或许可以为建构散文学科规范做出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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